
巴里巴（Etienne Balibar）在討論種

族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時，曾提醒

我們要正視「種族主義的多種形態，

其宏觀功能，以及其與一整套社會

規範化實踐的聯繫」1。在他看來，

種族主義尤其與民族主義有Y不解

之緣，前者可以說是後者的一種症

狀，一種內在的、不可缺少的「增補」

（supplement），為民族國家提供一種

虛構的族群基礎，並以自然化的社會

差異為名義使各種權力結構合法化。

在研究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時，我們往

往更重視反帝、民族解放和階級鬥爭

等問題，而很少提及種族主義。難道

中國民族主義完全免疫於種族主義的

流毒而成為一個光榮的例外嗎？如果

我們接受巴里巴對種族主義的定義，

即各形各色的排斥、歧視和壓迫的意

識形態與實踐，那麼我們並不難在中

國的民族¹事中找到種族主義的痕

¾。狄柯特（Frank Dikötter）在他有關

中國種族概念史一書的末尾，就尖銳

地指出了民族解放運動以階級替代種

族的事實2。這一由階級到種族的蛻變

過程，可以稱作階級的物化（reification）

或種族化（racialization）。物化後的階

級不再是由生產力決定的社會生產關

係，而成為一種本質化的身份，牢不

可滅地銘刻在每一個人的靈魂和肉體

上。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大¹事中，這

種種族主義的邏輯被用來建構作為認

同的「階級」，把階級從一種政治經濟

學的範疇轉化為一種政治的、道德

的、甚至是遺傳學意義上的範疇。民

族國家也因此有了一個虛構的種族基

礎——勞動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階級的種族

化往往是與性別政治糾纏在一起的。

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中，

種族化的階級身份大多由女性形象來

代表，「白毛女」就是其中一個最典型

的文學人物。

一　《白毛女》：一個革命情
　　節劇的生成和衍變

《白毛女》最早只是個流傳在陜西

和河北邊界地區的口頭故事，幾經修

改，最終成為一部革命典範作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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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白毛女》 111初的口頭傳說當然早已失傳，但劇作

家、歌劇《白毛女》的創作者之一賀敬

之在他的〈《白毛女》的創作與演出〉

一文中對這個口頭故事作了大致的轉

述3。這個故事於1944年傳到延安，

引起了文藝工作者的高度重視。次

年，歌劇《白毛女》就被搬上了舞台。

歌劇融匯了現實主義戲劇的藝術技

巧、民間曲藝和歌舞形式、以及生動

的口語對白，大受觀眾歡迎。幾個月

內就上演了三十餘次。1950年被改編

成故事片，1972年又拍攝了芭蕾舞舞

台藝術片。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

《白毛女》以其不可抗拒的感召力澆注

了革命時期一整代中國人的思想和情

感。

孟悅曾指出歌劇《白毛女》對原故

事作出兩處重大更改：一是增設了開

場的慶賀新年的情景；二是把幹部換

成了喜兒的未婚夫王大春4。原初的

故事只有三個主要人物：「白毛仙

姑」、她的父親和惡霸地主。就其自身

而言，這個故事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

把女人作為交換對象的父權社會²。

事實上，幾乎在任何一個文學傳統中

都不乏諸如此類的故事。在這些故事

中，婦女在兩個父權組織之間的易手

不是經過和平的、由道德和習慣法認

可的婚禮儀式或者買賣交易，而是通

過暴力或陰謀詭計。然而，為了把

農村的各種社會矛盾——在這²是父

權制對婦女的壓迫——化約為階級矛

盾，歌劇的作者們想方設法在階級這

個框架中淡化進而抹殺從五四以來尤

為重要的性別和兩代人之間的衝突。

他們為此引進了一個新年慶賀的場

景，再加之大春和喜兒的婚約，目的

便是要編織一幅有機的村民共同體

的圖像。在這幅圖像中，親人慈愛和

睦、鄰里慷慨善良，人們遵循Y源遠

流長、樸實親切的禮儀傳統，和平共

處、互相合作，青年人之間甚至還有

頗為羅曼蒂克的自由戀愛。

歌劇開場時，喜兒唱Y一段隨後

風靡全國的唱詞，在破舊的茅草屋中

等待出去躲債的父親楊白勞回家過

年。楊白勞帶回來兩斤麵粉、兩幅門

神，還有一根專為喜兒買的紅頭繩，

並親自為她紮在辮子上。鄰居王大嬸

這時走進門來，然後兩家開始爭論應

該在誰家吃團圓飯的問題，喜兒和大

春的婚事也被提上了日程。這種田園

式的景象，的確與五四文學中「黑暗、

麻木、垂死」的農村5形成鮮明的對

比。節日氣氛和日常的倫理關係把村

為了把農村的各種社

會矛盾化約為階級矛

盾，歌劇的作者們想

方設法在階級這個框

架中淡化進而抹殺從

五四以來尤為重要的

性別和兩代人之間的

衝突。他們為此引進

了一個新年慶賀的場

景，這的確與五四文

學中「黑暗、麻木、

垂死」的農村形成鮮

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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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人文天地 民們維繫成一個有機的道德共同體，

並突出體現了他們善良、和平、無辜

的形象。

但這個形象一經確立，就注定要

被一個完全運作於村民的道德共同體

之外的「他者」所破壞。黃世仁是如此

地無視共同體的最基本的道德、習俗

和禁忌，以致於竟然在大年三十把楊

白勞逼打至死，又把他已經許給人家

的、本應留下為死去的父親戴孝守靈

的女兒強行奪走。這種暴力是無法以

村民的道德共同體之內的話語來理解

的，而需要一種全新的話語，這就是

「階級壓迫」。孟悅說黃世仁必須首先

是「民間倫理秩序」的敵人，然後才是

政治意義上的「階級敵人」6。作為惡

勢力的代表，黃世仁對民間倫理秩序

的侵入是完全反倫理和反社會的。他

對喜兒一家人的毀滅性破壞，是對支

撐Y民間和平興旺的理想的社會結構

的一次正面攻擊。在這個意義上，黃

世仁作為一個階級敵人的政治身份，

確實是建立在他對民間生活方式的藐

視以及他對民間秩序的無情摧毀之上

的。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和舞劇文

本中黃世仁一家人的人情味的逐漸喪

失。在歌劇中，黃世仁一家也慶賀新

年，娶媳婦時也遵循鄉間的民規民

俗；在最後的審判大會的場景中，我

們還看到黃世仁為他的母親戴孝，儼

然一個孝子形象。在隨後的文本²，

這些帶有人情味的細節都被刪除了。

這是因為家庭生活和家庭倫理只能削

弱黃世仁作為人民敵人的身份。換句

話說，他在劇中的角色是蓄意破壞家

庭這一社會秩序的根本基礎，他本人

也就不能同時擁有他自己的符合民間

倫理規範的家庭生活。

雖說歌劇、電影和舞劇在情節和

構思方面有諸多差異，但這三個文本

都是採用情節劇的形式的。布魯克斯

（Peter Brooks）說，情節劇是表現革命

的道德主義的最佳形式，因為在情節

劇中，卑微的人們站起來反抗凶殘的

暴君或暴徒，抒發自己平凡而高尚的

情懷；而惡勢力則總是在劇終時遭到

罪有應得的下場7。《白毛女》可以說

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一部情

節劇，具有情節劇所必不可缺的典型

特徵和細節處理：第一，好人壞人分

得一清二楚，沒有中間人物；第二，

不遺餘力地煽動觀眾的喜怒哀樂的情

緒；第三，善的勢力在劇中被囚禁但

總是會被解放，而惡的勢力雖然一開

始就耀武揚威，但最終一定會受到懲

罰，正義總是得到伸張。一部情節劇

至關重要的就是劇終的審判大會，因

為正是在這²，無辜和善良得到承

認，而邪惡則被逐出舞台，也即是被

象徵性地逐出人世間。舞劇《白毛女》

尤其使中國情節劇的藝術走向一個新

的高峰。在這²，人物的身體成了純

粹的傳達真理的符號。喜兒在楊白勞

被打死後跳的獨舞，就是通過一個極

度扭曲的、簡直是歇斯底里的身體來

表達被壓迫人民的深仇大恨。這時她

的身體已不具有正常的姿勢、動作和

功能，而成為純粹的文本、一個被意

識形態所譜寫的政治文本。

二　階級的種族化與民族
共同體的建構　

為甚麼一個女子的不幸遭遇會成

為一個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的典範故

事？為甚麼階級鬥爭會在「階級敵人」

徒有虛名的社會主義中國成為民族主

義的替身？這首先要從階級與民族之

間的關係講起。

在舞劇《白毛女》Â，

人物的身體成了純粹

的傳達真理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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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跳的獨舞，就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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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是歇斯底里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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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話說《白毛女》 113在中國的民族主義¹事中，剝削

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被截然對立起來，

各自被賦予一整套歷史脈絡、政治綱

領、倫理價值、情感選擇，甚至虛構

的生理外貌特徵。歷代帝王將相、商

人地主等成為二十世紀資本家和地主

的階級「祖先」，而工人和農民則是歷

代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的後代，他們

在歷史上發動的種種暴動、叛亂、起

義等，組成了一個光榮的反剝削、反

壓迫的革命史。剝削階級是陰險狡猾

的、荒淫無度的、卑鄙無恥的、腐敗

沒落的、醜惡無比的；而勞動階級是

正直的、善良的、不屈不撓的、潔身

自好的、強壯有力的。這種階級特徵

的生理化在建國後的成分制中得到了

最充分的發揮。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執

迷於出身和血統的成分制中，種族主

義的意味變得格外強烈。

在譜系學意義上，種族主義一直

是與階級差別相關聯的。因此，我們

完全可以在一個比狹義的、建立在生

理學範疇上的種族主義寬泛得多的意

義上來使用「種族主義」。在歷史上，

不同的弱勢群體如婦女、性變態者、

精神病患者、流氓無產者等，都曾有

過被種族化而遭受排斥和壓迫的經

歷。

在社會主義的語境中，資產階級

自身轉而成為種族歧視的目標。福柯

（Michel Foucault）毫不含糊地指出，社

會主義的左派是首先利用了種族主義

的「科學的意識形態」來把統治者刻畫

成一個腐朽沒落的群體，並把社會主

義想像成為一個清除了這群敗類的清

潔而健康的世界8。《白毛女》就是運

用了情節劇慣用的善惡對立的手法來

實現一種視覺上的階級的種族化。比

如在電影中，黃世仁的眼睛被畫成一

個小丑的倒三角形狀；在舞劇中，黃

和他的爪牙們身Y黑衣、半哈Y腰在

舞台上像過街老鼠一般竄來竄去。黃

的母親一臉慘藍色，居心叵測地在陰

森森的神殿²踱步。與他們形成鮮明

對比的是紅光滿面、眼睛閃閃發光的

勞動人民的人物形象。勞動人民也許

衣衫襤褸，但總是乾乾淨淨的；他們

的腰板直、步子正；他們不為苦難折

腰、不為貧窮而喪失尊嚴。

巴里巴認為當階級鬥爭被理解為

一種種族主義政策時，也就像其他形

式的種族主義一樣，是一種思想方

式、一種集體的自我界定的途徑。種

族主義具有這樣一種功能：它能夠生

產出自己的共同體，並對這個共同體

所處的世界作出一種全面的、幾乎是

封閉式的解釋。尤其在一個宗法制和

宗教不再支撐社會結構的情況下，種

族主義思維為人們提供了情感紐帶和

共同歷史、共同身份的證據。這也是

為甚麼種族主義歷來就習慣於沿用親

屬關係的術語，而且格外關注應用於

民族之間、或民族內部的群體之間的

通婚聯姻的各種規則和禁忌9。

階級的種族化正是為創建民族共

同體提供了必要的情感紐帶和歷史證

據。在一個被腐敗、戰爭、貧窮所困

擾的社會²，一個宗法制和宗教隨Y

「權力的文化網絡」的崩潰而不再支撐

社會結構的狀況下，這些情感紐帶和

歷史證據成為極有吸引力的、強大的

共同體的原則。就這樣，民族國家被

想像成一個由勞動人民構成的共同

體，一個「無產階級的民族國家」。

這個民族國家的內部敵人——剝削階

級——也就與其外部敵人有Y一種邏

輯上的類同，他們也就必然是²通外

國、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

在社會主義的語境

中，資產階級自身轉

而成為種族歧視的目

標。福柯指出，社會

主義的左派是首先利

用了種族主義的「科

學的意識形態」來把

統治者刻畫成一個腐

朽沒落的群體，並把

社會主義想像成為一

個清除了這群敗類的

清潔而健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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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叛徒。階級一旦這樣被種族化

了，就為民族共同體的建造提供了一

個有效的差異系統，民族解放的特殊

性與共產主義的普遍性也就成為一枚

硬幣的正反面。正如酒井直樹所說：

「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不是對立的而是

互為表²。」bk

在《白毛女》中，一種全新的、以

勞苦大眾為核心的情感紐帶是在鬥爭

大會這樣的場面中被戲劇性地提煉出

來的。農民在這樣的過程中獲得一個

新的政治身份：翻身作主的人。在翻

身的儀式中，農民站起來訴苦。每個

農民講述的苦難也許千差萬別，被鬥

爭的對象也可能五花八門——腐敗的

村長、地主或地主婆、土豪劣紳、走

狗嘍囉、淫棍、巫師巫婆等等。但類

似於宗教儀式的鬥爭大會的主要功

能，便是把農民個人的恩恩怨怨整合

起來，並上升到「階級仇恨」，也同時

把五花八門的惡勢力化約為一個有統

一身份的「階級敵人」。因此，所謂的

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只是在翻身的

儀式的時空²誕生的，而不是從來就

有的。

由在翻身的革命儀式中得以再生

的民眾所構成的新的共同體，就是所

謂的「新社會」。《白毛女》中有一句家

喻戶曉的話：「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

社會把鬼變成人。」顯而易見，這²的

「人」的定義是完全建立在階級屬性之

上的。昔日的地主資本家已不再佔有

生產資料，不可能再剝削壓榨人民或

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但是，作為

一個種族化的階級的代表，他們從本

質上來說並不屬於由翻身的勞苦大眾

所構成的共同體，因而必須被清理出

去、被徹底消滅。

在《白毛女》中，類似

於宗教儀式的鬥爭大

會的主要功能，便是

把農民個人的恩恩怨

怨整合起來，並上升

到「階級仇恨」，也同

時把五花八門的惡勢

力化約為一個有統一

身份的「階級敵人」。

因此，所謂的壓迫階

級和被壓迫階級只是

在翻身的儀式的時空

Â誕生的，而不是從

來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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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Y的追求，在實踐上使得這個共同

體對於許多人來說成了無法容身之

地。正因為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階級敵

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替罪羊。

巴里巴寫道：「種族主義是民族主義內

部的暴行，而且總是與階級鬥爭糾纏

在一起。由此產生了民族主義的永恆

悖論：一方面，民族國家被簡單地想

像為每一個民族成員的『家園』，在這

個家園中他們都是『自己人』；另一方

面，這個家園卻越來越讓人無法藏

身。因為在建構一個面對外來敵人的

統一的共同體時，我們不斷地發現原

來『敵人』就在我們當中，所以就憑藉

各種子虛烏有的區分去鑒別這些所謂

的『敵人』。」bl一些在建國初期回來投

奔「祖國懷抱」的人以為總算能在中國

人自己的國家安身立命了，卻沒想到

這個新的共和國必須不斷地排斥一部

分「中國人」，以證明另一部分「中國

人」的本真性，以保持一種虛幻的共同

體的階級純潔性。

三　民族主義與性別政治

我們前面說過，喜兒在幾個文本

中的性別身份越來越模糊，她的身體

越來越像一個抽象的符號；她作為一

個女子在父權社會中的遭遇漸漸被置

換為她作為勞苦大眾的代表性一員在

階級社會中的遭遇。也即是說，性暴

力被轉換成為階級暴力。女人所特有

的歷史的和心理的經驗，完全被淹沒

在階級鬥爭的修辭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主義語境

中，「女人」這個詞彙幾乎不存在，取

而代之的是「婦女」。實際上，「婦女」

這個詞本身就是以階級身份替換性別

身份的結果。巴羅（Tani Barlow）認

為，「婦女」是從儒家傳統中承接而來

的。儒家文化總是在血緣和社會關係

的網絡中來定義個人，所以每一個個

人總是一系列的責任、義務、依賴性

和共存性的總和。同樣，儒家的「婦

女」並不像現在的「女人」一樣通指所有

具有女性性別特徵的人，而是指特定

的、為血緣親屬關係所環繞的女子。

也即是說，儒家從不脫離親屬關係的

結構來設想一種超越的女性身份。一

個婦女之所以可以稱作一個婦女，不

僅僅是因為她具有某些生理器官，而

更重要的是因為她恪守Y「三從四德」

一類的儒家倫理規範bm。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首當其衝

的就是儒家這種以血緣和社會關係為

內涵的人的定義。新文化運動的健將

們認為這是一個非人的或抹殺人性的

定義。而他們所說的「人性」，自然是

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核心——人性論

意義上的人性。人性論把人定義為有

對立的性別的人，即男人和女人。在

這種定義中，性別差異與個人認同被

牢固地凝聚在一起。福柯告訴我們，

從十九世紀起，心理學家、精神分析

學家、性心理學家就不厭其煩地宣稱

「我們的欲望就是我們的真理」。一個

人要認識自己、發現自我，就必須毫

無保留地解剖自己最隱秘的欲望bn。

福柯雖然沒有直接論及性別認同，但

他對性欲話語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

適用於性別認同的建構。也是在維多

利亞時代，性別差異被本質化，男性

和女性被截然對立起來，各自有各自

的生理和心理特徵，性別認同因此而

具有了超越其他一切認同的根本性意

義。在一個人的性格組成中，沒有哪

在社會主義語境中，

「女人」這個詞彙幾乎

不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婦女」。「婦女」這

個詞本身就是以階級

身份替換性別身份的

結果。巴羅認為，

「婦女」是從儒家傳統

中承接而來的。儒家

文化總是在血緣和社

會關係的網絡中來定

義個人，所以每一個

個人總是一系列的責

任、義務、依賴性和

共存性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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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作出解釋；一個人的社會、政治

認同似乎可以隨Y環境的變遷而改

變，但性別認同則好像是天意，不容

更改。凡是不承認性別差異或不把它

當作最本質、最根本的認同的思想倫

理體系，便成為「非人」的。而五四從

西方引進的，正是這樣一種建立在性

別本質論基礎上的「人性論」。無怪乎

五四及五四後期的知識份子們會那樣

熱衷於有關性的話題bo。諸如「女人」、

「女子」、「女性」等普遍性的範疇也是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品。

社會主義話語又重新使用被五四

所拋棄的「婦女」這一概念，並否認性

別差異在定義個人身份中的本質性意

義。換言之，社會主義話語只承認男

女生理構造上的差異，而不把這種差

異當作人與人之間的根本區別bp。如

果說男女生理差異並不導致人格上的

差異，那麼甚麼是人與人之間的根本

區別呢？當然是階級。當階級成為每

一個人的主導身份時，「婦女」也就差

不多是一種中性的指稱，遠沒有「女

性」這一概念那樣富於性感。

我在上文談到，種族化的階級認

同不光是一種思想意識，而且也是一

種看得見、摸得Y的生理特徵。這種

階級的生理特徵取代了性別特徵在五

四時期所具有的地位和意義。這意味

Y面對一個標準的「社會主義新人」，

我們應該首先能夠判斷他或她的階級

屬性，其次才能判斷——如果有必要

的話——是男是女。在《白毛女》的幾

種文本中，喜兒的形象所經歷的，是

一個由女人到婦女、由一個性別的能

指到階級的能指的過程。這集中反映

在對喜兒懷孕生產這一細節的重大更

改上。

在歌劇中，被姦後的喜兒羞辱難

忍，試圖自盡。在她的唱詞中沒有一

句怨黃世仁的話，好像一切都是她自

己的錯。後來黃要娶媳婦，喜兒竟大

Y肚子哀求黃履行諾言，娶自己為

妻。最後，喜兒在深山老林²產下「小

白毛」，直到大春把母子倆帶回村²。

這段情節之所以在歌劇中處於較顯著

的地位，無疑跟共產黨早年的婦女動

員政策有關聯。這一政策旨在把婦女

從家庭和父權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以直接納入社會和國家的視野中。共

產黨的基層工作者繼承了五四作者對

家長制、買賣婚姻、童養媳、賣淫

等所進行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一時

間，性別衝突實實在在地被當作性別

衝突來處理，而不是抽象化為其他社

會衝突的象徵；女人的被迫害被看作

性別主義的結果，而不僅僅是階級壓

迫的結果。所以，當喜兒試探黃世仁

的用心時，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典型的

處於不平等權力關係之中的男人與女

人的關係。我們甚至不能責怪喜兒有

非份之想，因為窮人家的女兒嫁到大

戶人家做妻妾的情況實在是太平常

了。

然而，《白毛女》不是灰姑娘的故

事。意識形態的需要取消了喜兒成為

中國灰姑娘的可能性。黃世仁根本就

沒打算娶喜兒為妻，而是在串通人販

子要把她賣為娼妓。真相大白以後，

喜兒不再對黃抱有幻想，這才使得她

能在最後的翻身儀式上把自己的遭遇

轉化為階級壓迫最典型的一幕。也正

是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喜兒不僅不

能嫁給黃世仁，而且他們的孩子也不

能生存下去。所以，電影《白毛女》Y

意渲染喜兒和大春的愛情，這除了迎

合觀眾口味以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凡是不承認性別差異

或不把它當作最本

質、最根本的認同的

思想倫理體系，便成

為「非人」的。而五四

從西方引進的，正是

這樣一種建立在性別

本質論基礎上的「人

性論」。無怪乎五四

及五四後期的知識份

子們會那樣熱衷於有

關性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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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故事情節的期望或設想。喜兒一進

黃家的門，就讓張嬸傳話給王家信誓

旦旦地表達自己的忠貞，還一有空就

給大春做鞋子。受辱之後，她立即又

拿起了給大春的鞋，壓根就沒有想要

嫁給黃。她腹中的嬰孩也是一產下便

死去了。

作為階級代表，喜兒和黃世仁肉

體的結合以及這一行為的產物對純潔

性構成巨大的威脅；作為一個階級「孽

種」，小白毛的存在會嚴重削弱有關階

級出身、階級意識和階級感情的理

論，也會直接觸犯階級種族主義對於

跨階級的聯姻的禁忌。

舞劇《白毛女》對純潔性的追求可

以說是更上一層樓了。黃世仁不僅行

姦未遂，還在與喜兒的搏鬥中吃了不

少虧。另外，喜兒和大春的愛情也被

轉化為同志間的深厚的階級感情，這

是因為愛情太突出個人情感紐帶，不

利於人物的抽象化和符號化。總之，

不論是正義的愛情還是非正義的強

姦，都因為會把喜兒的性別身份推向

前台而必須被最大限度地淡化、縮減

甚至乾脆刪節掉。一旦失去了她的性

別身份，喜兒便不再僅僅是個女人，

而是一個象徵Y以階級為軸心

的民族共同體的符號。或者拿一位評

論家的話來說：「白毛女不是一般的受

難人物，而是中國勞苦人民反抗封

建勢力、堅貞不屈的奮鬥精神的體現

者。」bq

象徵性的女性形象為男人投射種

種幻想提供了一面鏡子，也成為殖民

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男性沙文主義的

競技場。在這種語境中，被污辱的女

人是一個強有力的修飾手法。不少學

者已指出：在中國，女人作為民族的

象徵，最清楚地展現在有關戰爭的文

學作品中。這時一個被污辱的女性就

是這個民族被侵略、民族純潔性被玷

污的最生動的表象br。而當男人們被

動員起來抵禦外來侵略時，總是被告

知這是為了保�他們的妻女不遭到敵

人蹂躪bs。這一動員策略背後的邏輯

是再明了不過的：民族共同體，就像

女人一樣，是男人的財產，為他們所

有，受他們的保護；女人只是象徵Y

這個共同體，而並不擁有它。女人最

多需要保護她們的孩子，但歸根結

柢，她們的身體、她們的孩子，連同

她們親手締造的家園都是為男性所有

的。當女人的身體被看作是男人的所

有物時，對女人的暴力就成了對私有

財產的侵犯。而對私有財產的侵犯

只不過是兩個父權制之間的衝突，而

不是有關女人自身的人權和尊嚴的

事。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因此

把現代民族國家稱作「民族主義的父

權制」bt。

四　結 語

在共產主義的民族¹事中，種族

主義的邏輯與性別主義的邏輯相互貫

通、互為表²，既試圖解決又同時加

深了民族主義的各種內在矛盾和衝

突，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司各特（Joan

Scott）對於性別是權力關係的表達方

式的論述ck。階級的種族化之所以還

必須借助於性別差異，是因為後者被

視為最自然、最不容質疑的差異，性

別的自然化因此便成為階級的自然化

和權力結構的合法化的主要手段。在

歷史上，階級的種族化衝動所造成的

痛苦與災難，並不亞於其他更為傳統

的種族主義政策所演出的一齣齣人類

悲劇；在另一方面，這種衝動與性別

在歌劇中，被姦後的

喜兒羞辱難忍，試圖

自盡；喜兒在深山老

林Â產下「小白毛」。

舞劇《白毛女》對純潔

性的追求可以說是更

上一層樓了。黃世仁

不僅行姦未遂，還在

與喜兒的搏鬥中吃了

不少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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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主的、有自己的女權主義的政治

目標的性別主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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